
与社会历史进程同步共振，历来是史学演变的基本规则，改革开放 4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也同样如

此。“文革”结束之初，历史学曾深度参与此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的重要创

造者，在“拨乱反正”中起了特殊作用。“历史动力”“近代史线索”“洋务运动性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

续”“农民战争作用”等问题的讨论，既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又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史

学彰显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后社会大变革的许多重大时刻，历史学也一直扮演着一个积极而主动

的角色，与时代共脉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给人们回顾改革开

放以来的历史学提供了契机。回顾并梳理改革开放 40年历史学演进的主要脉络和趋势，总结和掘发其

中所昭示的不足和教训，展望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前景，是本文的写作初衷。

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
——改革开放40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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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历史学呈现三大趋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深度调整中继续

前进，西方史学的涌入引发中国史坛的结构性变动，国学复兴与乾嘉朴学风气有新的发展。

期间，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有不足和教训。新时代历史学的发展方向是将中国历史“中

国化”：本土化是重铸中国史学典范的根本出路，中国史家要有更大历史当担，中国史学应进

一步加强在世界主流史学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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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0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学的三大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深度调整中继续前进

“文革”结束之后，史学界即开始了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当时一部分学人以 20世纪

60年代初期的历史主义清算“文革”中流行的“阶级观点”，“回到 60年代初期去”成为许多人的选择，但

更多的人则呼吁“回到马克思去”，以马克思的经典原义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正本清源，以澄

清人们的困惑与误解。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学，是这一时期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方面所达成

的最大共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深入推进，随着西方史学和各种思潮的涌入，史学发展的

外部格局日趋复杂化，马克思主义史学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新形势下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学人必须面对的问题。经过各方努力，特别是随着 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巩固主流地位。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

步强化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史学多元并存的格局中，马克思主义

史学有必要从学术理念上继续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紧密联系，发挥史学在新的历史创造中的

作用，在坚持跨学科治史路径的同时，重拾其“问题史学”“宏观史学”“民众史学”的学术特色与优势，应

是其发展的最佳策略选择。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需要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议题做出深

度回应，以彰显唯物史观的理论活力。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新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概念框

架，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摆脱困境、光大固有优势的难得机遇。

（二）西方史学的涌入与中国史坛的结构性变动

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全面融入世界史学的进程之中，是 4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的另一最重要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没离开世界史学主要流派的影响。率先对中国史学界造成冲

击的是法国年鉴学派。此学派以“总体史”“跨学科”和“眼光向下”为核心主张，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

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工具大量引入历史学，推动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年鉴学派在帮助中国史

学界消除“阶级斗争史学”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继年鉴学派之后，

对中国史学发展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美国“中国学”。这一史学模式借鉴人类学、新文化史的理论和

概念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创造出“区域市场模型”“士绅社会”等解释范型，揭剖了中国历史被隐匿的层

面，显示出新的阐释力，深刻影响着国内史学的走向。在这些理论的示范下，中国大陆史学越来越往社

会科学化路径的纵深推进。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成果主要体现在社会史的全面复兴上。在跨学科治史

理念的引导下，大陆史学先后经历了社会学化、经济学化和人类学化这三种倾向，且从题材上越来越

走向民间的历史、区域的历史和底层的历史。总之，西方史学的大规模涌入更新了大陆史学原有的观

念框架，塑造了目前国内史学的基本格局。当下中国史学早已超越对西方史学的引介与模仿阶段而

进入史家的思维深处，在与西方史学特别是与美国“中国学”进行学术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发出自己的

声音。

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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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学复兴与乾嘉朴学风尚的新发展

如果说“文革”期间史家的思维模式深受“影射史学”的影响，那么改革开放至今，则是经验主义占据

主流地位，而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国学复兴”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之初，史学界在清算“影射史学”和反对空疏学风时，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考据学家或“史料

派”的方法和尺度观察和评判史学界，遂形成了一股“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这股思潮认定只有归纳

才出真知，因而将目光主要集中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从根本上回避理论思考。在对历史的宏观研究

仍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80年代，这种史学思潮处于非主流地位。但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语境明显发

生转变，许多人纷纷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转向文献考订，国学开始“复兴”。一些学人认为，将来最

为稳妥也最具意义的研究是意识形态色彩最薄弱的传统典籍研究。正是这种心态使不少人回避“问

题”，转向实证。

国学复兴当然还有更为深刻的背景。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民族的复兴呼唤着中华

文化的复兴作为支撑和基石；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道德危机、认同危机、价值危机的存在使

古典人文主义的再生变得极为迫切。但愈演愈烈的国学复兴表现在学术和学科上则是中国古典文献学

的崛起，而文献学的基本学术路向早在乾嘉朴学繁盛时期即已奠定。因此，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国学

热在学术层面上实际是 80年代初“回到乾嘉去”思潮的逻辑延伸。回避理论、排斥概括的朴学传统的复

兴，可能是国学复兴带给史学界的最大影响。从 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完成了从对

宏观理论探讨趋之若鹜到埋首实证研究的学风转换。

二、“以偏治偏”：40年来历史学发展中的主要不足

学派竞争和碰撞是学术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改革开放为中国历史学发展提供了这种基本动力。

改革开放 40年中国史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傲视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坛，甚至放在《春秋》诞生以

来长达两千多年史学史的长河中，也毫无愧色。详细盘点这 40年史学研究的成就，不是本文的任务，笔

者只想在此指出，4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局限。

40年史学的业绩是辉煌的，但也有不足和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不足和教训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历史

学与现实的关系。以“拨乱反正”开其端的 40年来的史学，先天带有某种远离现实政治的学术品格。但

“去政治化”发展到极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的歧途，成为史学逃避现实、埋头故纸堆的借口，产生一系

列消极影响。

（一）在历史研究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矫枉过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之初就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派成为史学的主

流，历史研究被全面纳入服务现实的轨道。但在“评法批儒”期间，历史学颜面尽失，沦为政治运动的附

庸。于是“文革”甫一结束，学人痛定思痛，反思政治干扰学术的危害。“古为今用”的治史口号被“为历史

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号所取代。虽然 20世纪 80年代的“历史”并未完全脱离“现实”，但 20世纪

9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因素，学者多有意避之。这一转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历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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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遁入象牙塔中，在最需要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提供镜鉴的时候史学却不能及时发挥应有作用。事

实上，“现实”并不必然是阻碍学术发展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因素。“二十四

史”中，哪一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帝国主义血账”，又怎么会

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而

“为现实而历史”则是年鉴学派的信条。这些教导现在都已被越来越多的年轻史学工作者所遗忘。

（二）重史料轻理论的偏颇

1949年后在“史论关系”的处理上，史学界主要经历了从批判旧史家的“重史轻论”，演变为“以论带

史”，再从以反教条主义为旨归的“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不知不觉间，部分学人又重蹈“重史轻论”的覆

辙。“过犹不及”“以论带史”无疑应当废弃，问题在于此后相当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在告别“以论带史”之

后，一步步滑入了“史料即史学”的观念之中，在拒绝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拒绝“理论”和“思想”本身。重

史料轻理论，忽视重大问题，走向“细枝末节”的考证，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历史研究的边缘化、微观化和

碎片化。与此同时，有的历史学者还在不断解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波折、大

走向的关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论探讨中，历史理论也逐步让位于史学理论，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

寻转变为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因此，当前史学界的最大问题，根本不在于微观研究的细化和深

化，而在于同步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概括的回避。因此，历史研究必须重回对宏大背景的关注，必

须从史学理论重回历史理论，着力构建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史观。

40年来史学的不足当然远不止此，拥抱西方史学，放逐“自主叙事”，历史评价伦理尺度的缺席等，

都值得反思。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40年来史学的演进中存在着一种“以偏治

偏”的倾向。“文革”是 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偏差，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反思“文革”、清算“文革”

作为一种纠偏行为，难免“矫枉过正”，这是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为历史而历史”是为了纠“古为今

用”之偏，“史料即史学”是为了纠“以论带史”之偏，“碎片化”是为了纠片面重“宏大叙事”之偏，但这些纠

偏的行为本身即存在巨大的偏差。这些偏差的出现，是和此前史学“对着干”的结果。现在看来，反思

“文革”给史学开的是一剂猛药，效果显著，但服至今日，它的副作用已日趋明显。毋庸讳言，“以偏治偏”

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不应当成为我们坐视史学滑向另一个深渊的理由，“以偏治偏”“对着干”“反

其道而行之”与“背道而驰”的思维方式必须结束。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将史学推向了

对历史与现实、史料与史观、宏观与微观、政治与学术等重要关系进行“再平衡”的十字路口。我们要做

的就是汲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年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在一种健康正确的路向下将中国史学推向

新的境界。

三、将中国历史“中国化”：新时代历史学展望

如同人们已感受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都在发生巨变。朝

着更加本土化的目标重新定向，则是这一巨变的本质。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当下正处在整

装再出发、再启航的关键时刻。

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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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土化将是重新铸造未来中国史学典范的根本之路

随着中华民族逐步复兴，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国学术从根本上面临着一个转捩点，即依托高度的

文化自信，开辟出一条本土化的学术道路。对中国史学而言就是要构建一个本土化的中国史体系。这

是当前中国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

史学本土化的当务之急是锻造一个中国史观。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探索，必须在中国史观的指导

之下才能进行。当前中国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本土的经验和材料，通过大规模的综合概括，提炼出

一个中国史观，然后在这个史观的指导之下开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系统

探索。历史观就像一副眼镜，而西方观察中国的眼镜往往是有色的。西方人用有色眼镜无法完全看清

甚至看错我们的来路与去向。中国史观的长期缺席，已成为制约历史研究前行的瓶颈。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有意识地打破西方中心论，在研究中积极贯彻本土化的理念。许多

学者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将西方理论和经验生搬硬套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在诸如中国社会形态这

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本位出发已渐成主流。时至今日，用西方框架、西方模式呈现作为整体的

中国历史经验这种现象在主流史学界已销声匿迹。这是近年中国史学给人的最深刻感受。把“中国史”

从外来研究模式中搭救出来，脱掉长期穿在中国历史躯体上不合身的“西装”，可以说是近年中国史学界

的一个重大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史重返故土”的历程在未来若干年将会在更深程度和更广范

围内展开。

（二）中国史家要有更大历史担当

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几乎是所有有抱负的历史学家的共同追求。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里德曾经

说过：“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解释过去。”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也强调：“史学家必须与

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这不仅是说现实可以帮助历史学家们认识历史，更重要的

是，史学家们必须关注和回应现实所涌现与提出的问题。

必须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历史学家们具有特别的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中华文明的伟

大复兴，那么即将复兴的文明具有什么内涵、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就是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无

疑，历史学家回答这些问题具有特殊的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

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与理解。尤其是一些攸关国运的重大方略的提出，更为历史学家通过挖掘重大而具

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题材，深度参与国家振兴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就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参与现实创造的广阔舞台。近几年在知识界掀起阅读《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

史》①的热潮，就证明了人们对于了解丝路历史的迫切需要。尽管这部引起普遍关注的著作的作者不是中

国学者，而是英国历史学家，但也的确反映了“现实”对“历史”的强烈渴望。

（三）中国史学应进一步加强在世界主流史学中的话语权

作为东亚文化的中心，中国史学曾经对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起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自古以来，中国史籍在周边国家广泛流布，《史记》一直被这些国家视为编写史书的范本。中

① [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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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史馆制度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对官方修史的重视。中国古代史书主要体裁如

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也在中华文明圈内被广泛模仿。这些都印证着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史

上曾经的辉煌。

历史学界已经意识到世界史学格局重构的重要性，并为此做了一些值得赞许的努力。众所周知，在

世界二战史研究中，围绕二战中的亚洲太平洋战场的历史叙述主要基于美国视角，而欧洲史学界的二战

研究则多基于欧洲视角。无论是美国视角还是欧洲视角，他们的焦点都集中在欧洲发生的反法西斯战

争，没有或很少关注中国在 1931年就已经开始的局部抗战。在西方的二战史研究框架中，中国的抗日

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被严重忽略甚至完全遮蔽。但近年来，中国学者站在鲜明的中国立场

上，针对二战中中国战场的作用、局部战争和二战爆发时点、中国抗战与二战的关系、二战对战后世界格

局的影响等重大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而对现存的以欧美为主导的二战研究体系形成了强烈

的冲击，在二战史研究中发出了洪亮的中国声音。二战史研究可谓中国史学在重大史学问题上冲破西

方话语权垄断的一个范例。

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加强中国史家掌握世界史坛话语权提供了条件。随着中国综

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对世界学术界来说，中国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中国问题正在成为

世界学术界的中心议题。在 2015年第 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成为四个主题讨

论之首。这种情形，必将日益促进世界学术与中国学术的对话和交流，也促使世界学术界对中国学术表

现出更多的尊重。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学术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中国史学也将在与世界史学界的合作与

交流中赢得更为巩固的主体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历史发展将更加波澜壮阔。中国史学界必将顺应这一趋势，融入这

一潮流，依凭40年来的丰厚积淀，汲取40年来的经验教训，立足本土，融通中外，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新

史学。

责任编辑：李光伟

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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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40 years ago, Chinese history has presented three major trends:

Marxist history continues to make progress under a profound adjustment, the influx of western history leads to a
structural change in domestic field of history, the renaissance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atmosphere of Qianjia
School have new development. There are not only magnificent achievements but also detour and introspection
in Chinese history during the 40 years. In the new era our direction is to adapt Chinese hist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s localization is the cardinal approach to rebuild the model of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historians
must bear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Chinese history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ay in the mainstream history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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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believed that human society was an organism composed of material production, human re⁃
production, social relations production and spiritual production. By investigating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in the "three social forms" of huma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 can find that to⁃
tal production has limitations in the stage of human dependence. Total production is ruled by capital in the
stage of material dependence. In the future, the Communist society will completely overcome the constraints of
dependence on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herits the essence of Marx's theory of overall production of social organ⁃
isms. Marx's theory of all-round production of social organisms has been effectively practiced through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and the new develop⁃
ment philosophy, which has made strategic arrangements and path arrangements for promoting the comprehen⁃
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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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l of "Better Life" and Its Logic of Existentialism Hominology:
The Essence of the Practical Change of Marx's Development Values

Dong Hui, Yuan Zushe
Abstract: The core and gis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values of all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include the fol⁃

lowing contents: adhere to the thorough revolutionary critical position of practice-value theory; through deeply
reflecting on the anti-humanitarian phenomena of modern bourgeois civil society contrary to 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alienated survival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develop⁃
ment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reconstruc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mode of the soci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belief of the "free man communities" of a better society in the future; establish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aiming at realizing organic infiltration between social-historical subject and natural ecology, betwee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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